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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土地制度和
政策演进的民生逻辑

＊

刘凤义，赵豪杰

［关键词］　土地的民生属性；土地集体所有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
［摘　要］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民生之本，是具有典型民生属性的生产要素。中国共产党从诞
生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坚持土地的民生属性，遵循土地制度演进的民生逻辑，紧紧围绕如何
解决好土地问题，保护和增进人民利益，不断推进民生建设。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
实际，我们党在百年历史上土地制度和政策经历四次重大演变：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建
立土地集体所有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推动 “三权分置”改革。中国共产党百年土
地制度改革和政策演进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保持保证土地民生属性的根本政治保障；坚持
土地公有制是实现土地民生属性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推动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改革创
新是增强土地民生属性的体制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土地制度和政策演进百年历程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土地公有制的巨大制度优势，那种企图把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引向
私有化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简介］　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４）；赵豪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贯穿党的百年历史同时又体现人
民至上的一个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但不同于其他生
产要素的是，土地具有明显的民生属性，因为社会民生所需一切物质资料都来源于土地。土地具有民生
属性，但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民生属性都能得以贯彻和实现。在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土
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剥削和压榨失去土地的农民，尽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
社会，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土地制度演进的本质都遵循着少数人占有利用土地剥削
劳动者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土地的民生属性，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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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演进的民生逻辑，那就是逐渐消灭土地私有制，破除少数人利用土地剥削劳动者的制度基础，
建立土地公有制，实现土地由人民共有，土地产品由人民共享，同时依据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探索
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推进民生建设。在新时代我们党依然牢牢抓住土地的民生属性，坚持以民
生逻辑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土地者，民之本也。’处理好农民与土地
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① 他反复强调 “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② 本文试就中国共
产党百年土地制度和政策演进的民生逻辑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期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好地从
民生需要上把握我国土地制度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同时也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的
角度，对那种企图推动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主张的人说 “不”。

一、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近代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在性质上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的占有极度不均，地主掌控绝
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无地或仅有少量土地。１９２７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土地委员
会报告》指出，中小地主和大地主人口仅占１４％，他们拥有的土地却占６２％，如果加上富农，则占
全部土地的比例高达８１％。③ 由于土地是社会民生所需一切物质资料的初始源泉，地主阶级占有和控
制了土地，农民阶级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产品甚至是一部分必要产品都要交给土地所有者阶级，农民
阶级处于被支配、被奴役和被统治地位。因此，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地主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农民
的剥夺，农民及其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常常陷入困境，从而造成中国农村民生危机，极大地阻碍了生
产力进一步发展和土地民生属性的实现。那时在农村能够维持衣食无忧的农民不过６％，９４％的农民
无法维持最低生活。④ 在此生活环境下，“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使得大多数人民都陷于破产的境地，
粮食的缺乏，逼着一般的灾民连种子和耕畜一齐吃尽，草根树皮都变成他们维持生活的资料，有的竟
取滑石粉充饥。他们要想得着一丝苟延残喘的生机，只有东奔西窜的逃亡”⑤。根据当时人口普查，
农村人口的普通死亡率达到３０‰。⑥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到土地是整个社会民生资料的基础，认识到封建
土地私有制是民生危机的总根源，明确提出彻底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土地纲领，并在革命实践中不
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将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作为自己
的工作重心，根本目的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让农民拥有土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初步的制度基
础。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肃清军阀，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
民。“八七”会议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１９２８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制定了 《井冈山土
地法》，主张彻底否定封建土地制度。１９２８年党的 “六大”通过了 《土地问题决议案》和 《农民问题
决议案》，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根据 “六大”的精
神制定了 《兴国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１９３１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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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推出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所有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富农及其他
大私有主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抗战时期，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实行减租减息
的土地政策。１９４７年制定 《中国土地法大纲》，主张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
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１９５０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广大农

民翻身得解放，为满足农民基本生存需要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在土地革命期间正是因为农民有了
土地，才有了生存保障。以革命根据地龙岩为例， “农民分得了土地，不交租、不还债、不纳捐税
（当时土地税很轻），每家每户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积极劳动，精耕细作、增施肥料，每个乡村都兴修水
利，因此是年夏季水稻普遍丰收，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农村中一片欢乐声，市场交易也日益繁
盛。由于大家生活改善，盗匪绝迹，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这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成果”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保障和改善农民民生。农民土地所有制 “使
大约占农业人口６０％—７０％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大约７亿亩耕地，免除了每年交给地
主的大约７００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②。我国人口死亡率由１９４９年的２０‰下降到１９５６年的１１．４０‰，
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６‰上升到１９５６年的２０．５‰。③ １９５３年我国粮食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

４７．４％。④ 这些都是农民拥有土地后获得并改善了基本生存保障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对于无地和少地
的广大农民来说，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意味着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基础和地主对劳动者的奴役，翻身
站立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意味着扫除封建时代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妇女解放和男女
平等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下乡村政权，代之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村民选举产生
的新的乡村政权机构。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打破了一个因土地私有制不断酿成民

生危机的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世界。由此可见，推翻封建土地私
有制，为农民的民生保障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

土改后形成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虽然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大大调动了农民生
产积极性、主动性，但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因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本质上是小私
有制，以这种土地制度为基础的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一种小生产方式，阻碍土地生产力的发
挥，“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
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⑤。同时，小农经济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存在三个明
显局限性。
一是容易产生农民失地并由此带来农村土地兼并，土地占有两极分化，再次酿成社会民生危机。

在土地小私有制下，生产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农民很容易失去土地，从而失去确保民生的基础性
生产资料，陷入贫困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偶然的事故如疾病、天气、市场波动等，都可能使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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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农民生产生活陷入困境，农民只有转向高利贷借债，如果债务不能及时偿
还，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此时农村中的富农就会趁机兼并土地，农村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土地
兼并和两极分化。

二是土地小私有制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
要求土地连片，形成规模，便于机械化、现代化耕种，同时也便于土地灌溉、喷洒农药等。然而，在
农民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条块分割，分散利用、分散经营，无法实现土地集约和有计划利用，这就限
制了通过规模经济，提高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业产出的可能性。“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
所要求的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
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人”①。

三是土地小私有制不利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社会
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
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②。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前提是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和生产
资料公有制，但是在当时农村土地所有制是小私有制，且这种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
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③。因此，土地的小私有制存在将使农村发展偏离社会主
义方向，潜伏着使中国农村陷入资本主义民生危机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土地集体所有制。

土地集体所有制能消除小农土地私有制酿成民生危机的弊端，为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提供了根本
的制度保障，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因土地私有而酿成的民生危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
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土地的民生属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有如下优势：第一，打破土地条块分
割，有利于采用社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第二，克服小农经济局部利益计较，集中更多的农业剩余
和劳动力，从整体发展农业生产的角度去构建农业生产的一般条件。农业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包括水
利、肥料、机械、种子等，这些生产条件决定着农业的生产力。第三，发挥协作劳动的力量。马克思
指出：“生产越是依然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
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④ 而劳动协作
“与同样多的人分散劳动相比，通过协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同一些东西，或者说通过协作能
够生产出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生产的使用价值”⑤。在当时我国整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
况下，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型工程的修建，缺少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必须通过协作劳动来完成。第四，

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于禁止土地买卖，从根本上杜绝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消除了因购买土地而产生的
“虚假的生产费用”，回归土地的民生属性。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开始推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造。土地集体所有制需要有相应的组织
形式，我国采取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形式。人民公社组织形式在实
践中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最初是引导小农户开展互助合作，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
社，再由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我们党根据社会实践的发
展变化，相应出台了各种不同的政策：比如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印发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
合作的决议 （草案）》；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印发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１９５５年１０月通过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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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推动初级社的发展；１９５６年６月通过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１９５８
年８月印发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面推动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
以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打破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兼并和分散生产，伴随土

地制度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劳动者之间协作的扩大，土地的集中和集约利用，生产资料
的积聚等等，显著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和供给，满足人民生活对粮食和农产品的
基本民生需要。同时人民公社制度下大规模生产协作，扩大了劳动者生产实践范围，也发展了生产
力。人民公社制度通过劳动者的共同劳动，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生产所需的一般条件，例如化肥
厂、机械厂、水利设施等，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基础。截至１９７９年全国已建成水库８６　１３２座，
总库容量是４　０８１亿立方米，已建成水库有效灌溉面积１６　８０６千公顷。①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我
国全国的有效灌溉面积由２．４亿亩增加到近６．８亿亩，即增加了４．４亿亩。”② 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１９５２年的１８．４万千瓦，增加到１９７６年的８　６２９．６万千瓦，；化肥的用量１９５２年是７．８万吨，１９７６年
是５８２．８万吨；农业用电量１９５２年是０．５亿千瓦时，１９７６年是２０４．８亿千瓦时。③ 一般生产条件的
改善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增长，除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个别年份的粮食总产量下降外，其余年份的粮食
产量都在上涨，１９４９年是１１　３１８万吨，１９７８年是３０　４７６．５万吨，１９７８年是１９４９年的２．７倍。④

人民公社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所焕发的农业生产力为我国工业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这反过来
推动了全国整体民生事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工具的技术装备程
度，并从根本上决定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唯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
度提升，从而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极度落后，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
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
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⑤ 而我国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工业化，只能利用农业剩余来
支持工业建设。只有建立集体土地所有制，才能打破因土地私有制度而产生的局部利益计较，从人民
整体利益出发支援工业建设。同时也只有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通过劳动协作提高农业生产力，创造更
多的剩余，才能更好地支持工业建设。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分为三种方式，分别是税收、“剪刀差”和
储蓄。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９０年，通过税收的方式为工业发展贡献了１　５２７．８亿元；通过 “剪刀差”的方式
贡献了８　７０８亿元；通过储蓄的方式，１９７８年以前贡献大都在１０亿元以下，１９８０年为２８．６亿元，

１９８５年为９２．６亿元，１９９０年为３１９．４亿元。⑥ “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
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⑦。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为农民生活提供了满足民
生需要的工业品。到１９７８年农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化纤布１．２４市尺，呢绒０．０７市尺，毛线及毛线
织品０．０４市斤，胶鞋、球鞋和皮鞋０．３２双。⑧ 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主要耐用品自行车是３０．７３
辆，缝纫机是１９．８架，收音机是１７．４４台，手表２７．４２只。⑨ 其他日用生活用品也逐渐丰富，结束
了中国人民在生活中处处依赖 “洋火”“洋油”等外国日用工业品的时代。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扩大了公共积累，提高了农村民生事业的

发展。这些民生事业主要包括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的保险基金、学校和医疗保健等共同需要的部

①

②

③④

⑤

⑥

⑦

⑧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利统计年鉴２００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４页。

王曙光、王丹莉：《维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６９页。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６、３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９页。

冯海发、李溦：《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９期。
《习近平关于 “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４３页。

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８５》，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９、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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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为鳏寡孤独和丧失劳动能力设置的基金。在集体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剩余由
集体共同占有和支配，虽然是从各个成员的总收入中扣除，“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
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①。更重要的是在土地公有制背景下，全体劳动者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
式，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创造平等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条件，且实现这些民生条件的平等共
享。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期间扫除了１．４亿青年文盲，农村青壮年中
的文盲，由建国初的８０％以上，降到３０％。② 同时在农村形成合作医疗体系， “到１９７６年，全国

９０％以上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问题”③。
“我国人口死亡率已由解放前的２５‰左右下降到６．２‰，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更为突出。”④ 我国的
人均寿命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５岁增长到１９７６年的６５岁。⑤

当然，不可否认，我国在探索人民公社组织制度的过程中，存在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分配平均
主义等问题，暴露出严重弊端，尤其是在 “大跃进”期间，存在 “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问
题，侵害了农民利益，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在 “文革”期间，也出现了大搞 “穷过渡”、阶级斗争及
扩大化，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在分配领域，存在平均主义严重问题。尽管针对这一问题，党
中央于１９６２年通过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但 “在国家征派购任
务、口粮制、集体提留、各种政治运动等刚性制度和因素的挤压下，实施２０余年的结果是分配上的
日益平均和社员劳动积极性的日益销蚀”⑥。

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激励制度更好发挥土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用

人民公社组织制度一方面发挥了集体所有制优势和生产协作产生的集体生产力优势，大大改善了
民生。但另一方面，由于公社的规模问题和分配制度问题等产生的严重弊端，阻碍土地满足民生需要
的属性在更高层次实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改革农村土地集体制度，激发农民积极性和
农村经济活力势在必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开创了新的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创新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制度，调动农民
生产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发挥土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
的突出特点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政社合
一、高度集中、机制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从体制上解决了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问
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二是改革了农村
集体所有制单一的经济结构，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经营主体和经营形式存在和发展，使农村经济的所
有制结构得到了重大调整，调动了各类要素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取得突破，由此在农村基本经营层面创新产生的充满新的活力的制度，不但有力地促进土地民生属
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也为我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为传统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变开了先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２页。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６页。

宋士云：《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１９４９—２００２》，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５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８８页。

韩立红：《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理创新之道》，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９页。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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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发轫于小岗村。１９８０年５月，邓小平在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的谈话中对包产到户进行肯定。１９８２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
义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的新形式。１９８３年再次发布一号文件，认为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

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１９８４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扫尾工作全部结束，实行各种联产承
包制的队数达１００％，其中实行大包干的队数达５３６．６万个，占总数的９９．１％。”①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２
年，中央连续９年发布一号文件，其中７个要求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导和规范土地经营权流

转，保障农民权益，其中２００６年一号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这一惠民生的措施创造了我
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有力地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推动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土地的民生属性。在政社合
一的人民公社组织制度下，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土地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这种
土地经营高度集中，尤其是在集体土地规模过大的情况下，造成了管理幅度过宽，容易产生 “偷懒”
行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且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这就发
挥了产权的激励功能，便于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来实现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在权责明确的前提
下，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可以适应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
大生产条件下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使得土地满足民生需要的属性得以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
土地制度的变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收入不

断增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１９７８年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１３４元，２０１２年则增长到８　３８９元，２０１２
年的收入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２．６倍。相应地，农民生活也带来了极大改善，“食用油由１９７８年的人均消费

２公斤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６公斤，增长了２倍；肉禽类由１９７８年人均消费６公斤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９
公斤，增长了２．１倍；蛋类由１９７８年人均消费０．８公斤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７公斤，增长了５倍；水
产由１９７８年人均消费０．８公斤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５．４公斤，增长了５．４倍；奶及奶制品由１９８２年人
均消费０．７公斤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５公斤，增长了４．３倍；瓜果由１９８３年人均消费３公斤增加到

２００７年的１９公斤，增长了５．４倍”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由１９７８年的９４％提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９９．９％，初中阶段毛入学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６．４％提升到２０１７年的

１０３．５％，２０１７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３．８％，远高于世界第二大国印度的４４．８１％。③ 改
革开放初期全国文盲约有１．４亿，绝大部分在农村，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识字率不断上升，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的识字率分别为６５．５１％、７７．７９％、９０．９２％和９５．１２％。④

在提高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了由传统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而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传统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不适应新变化的经济实践。１９８１年我国开始逐步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改革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也曾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很快，农村合作医疗呈现 “网破、线断、人
散”的局面。⑤ 但中共中央在逐渐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在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的农村合作医疗

①

②

③④

⑤

王琢、许浜：《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５页。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历史的跨越———农村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７－１８页。

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政策与发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１４页。

孙淑云：《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７０年》，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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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此后多个地方结合自身的实际对重建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经验。２００２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要求：“到２０１０
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农村卫生服务
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① 同时 《决定》要求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
助制度。“２０１２年，新农合参合率达９８．３％”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城市，既为我国迅速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也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
水平。大量进城的农民工定居在城市，创造和享受着现代城市文明，这个过程本身既是打破城乡二元
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农民自身不断获得新生活的一部分，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良性循环。正是
由于有农村土地作为保障，我国几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大范围有序有效转移，不仅没有带来
社会动荡，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为他们即使在城市临时失去工作，也不会普遍遇到
生存问题。这就大大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和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
稳定和发展的两大奇迹做出了贡献。
可见，我们党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土地公有制实现形

式，促进土地满足民生需要的属性在更高层次实现，使中国广大农民不仅逐渐解决了饭碗的问题，而
且还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四、推动 “三权分置”改革：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
为更好保障和增进农民福祉创造制度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土地制度改革政
策，促进土地的民生属性在实现共同富裕层次上实现，其中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的 “三权分置”是核心
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户越来越多，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
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③ 农村土地的 “三权分置”改革，是为了克服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中 “两权分离”的局限性，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旨在确保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更加有效地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更好地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收益
率，在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层次上实现土地的民生属性，增加农民的民生福祉。

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用５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意见》明确要求：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２０１６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继续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推进试点。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
息，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全国农村承包地颁证率已超过９６％。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
本完成，农民吃了长效 “定心丸”。“三权分置”还包括改善农村宅基地的利用和收益问题，２０１３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９７页。

孙淑云：《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７０年》，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５３页。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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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
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①

推进农村土地的 “三权分置”改革，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
重大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还是处于相对滞后的局面，“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
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
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②。同时就农业发展本身而言，一方面农
业发展面临向集约化和现代化转变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碎片化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
营方式，如何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以适应这种客观经济现状，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实施
“三权分置”的土地改革有助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双方稳定经营预期和利益平衡，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及其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有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合理配置，更好地推动 “四化同步”与乡村
全面振兴。有助于更好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有助于缩小
城乡差距、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在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层次上实现了土地的
民生属性，更好地保障和增进农民的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新的土地制度改革，解放和
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取得了辉煌成就，农民的民生福祉有了显著提高。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既巩固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又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推动土地集约利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２亿多农户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承
包 “三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本完成，６亿多人集体成员身份得到确
认。２０１１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仅２．２８亿亩，２０１７年底是５．１２亿亩，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流
转面积超过５．５亿亩。
二是农民收入明显增加。根据农业农村部消息，１４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农民收入提前实

现翻番目标。截至２０２０年，粮食产量连续６年超过１．３万亿斤，水稻和小麦的自给率保持在１００％
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１９年突破１．６万元，提前一年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２０２１年更是达
到１８　９３１元，增速连续１２年高于城镇居民。
三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９　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
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四是农村公共服务日益均等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医疗、

低保、养老三项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
行新机制全面建立，２０１６年城镇地区８３．６％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农村地区８７．４％的户所在自然
村有卫生站，分别比２０１３年提高３．９个和５．８个百分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实现全
覆盖”③。同时 “以低保、五保为核心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为几千万困难群众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农村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④。
五是农村教育水平显著提升。通过推动优秀师资向农村倾斜，实施９年制义务教育和 “两免一

补”政策，免除所有学生学杂费，为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
困难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农村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办学水平稳步提升。２０１６年农村地区８４．６％

①

②

③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９９－４００、７３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５６页。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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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户所在自然村可以便利地上小学，比２０１３年提高３．８个百分点。①

六是乡村振兴不断推进。２０２１年７月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实施中期评估情况，“总的来看，《规划》实施３年来，乡村振
兴取得阶段性成效。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看，总体符合预期。《规划》提出的２２项主要指标，有６项提
前完成，１１项达到２０２０年阶段性目标”②。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６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求是》杂志上发表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明确要求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在正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五、简短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推翻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且在公有制基础上推动土地制度不断
改革创新，让土地遵循和发挥民生属性。总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土地制度和政策演进的民生逻
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土地民生属性的根本政治保障。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
自己命运的主人。党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不断
创新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在中华大地上彻底终结土地私有制历史，在一个拥有１４亿人口的大国开
展举世瞩目的土地公有制实践，并在民生领域取得巨大历史成就，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不仅创造了
中国历史，也创造了世界历史。这一伟大历史成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让土地
回归民生属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第二，坚持土地公有制是实现土地民生属性的根本制度保障。土地公有制改变了农村土地小私有

制的低效率，也抑制了农村土地被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带来的两极分化，让劳动者成为土地的主人，摆
脱了被剥削的命运，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益。土
地公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这既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侵害，也有利于农业领域的
社会化大生产，更好地解放和发展土地生产力。在城市，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民生产品，要确保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坚持土地公有制属性。土地公有制在中国推进现
代化和城市化的伟大进程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和城市贫民窟问题的出现，为我国改革
开放以来实现稳定和发展的两大奇迹创造了条件。土地公有制还有利于公园、城市绿化、城市交通等
各种为民生服务的公共产品的提供，更好地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今天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把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也必须坚持发挥土地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
土地公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伟大社会实践，不但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
经验，也为人类社会探索土地制度变革促进民生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那种试图借助所谓的 “公地悲
剧”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观点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看，都是错误
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应该认真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历史和实践中反思一下，这种土地私有制
给本国人民、给世界人民带来多少 “私地悲剧”。③

第三，坚持推动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改革创新是增强土地民生属性的体制机制保障。社会主

①

②

③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９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举行７月份新闻发布会》，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ｇｂｗｘｗｆｂｈ／ｘｗｆｂｈ／ｆｚｇｇｗ／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７０９０４６／１７０９０４６．ｈｔｍ．
赵豪杰、刘凤义：《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农场的困境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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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土地公有制有其自身优势，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发挥这种制度优势，必须与时俱进不断
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土地公有制体现的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其实现形式则是对土地的具体
使用和经营方式，二者是本质和形式的关系，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关系到前者优越性能否有效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时代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改革，都是在坚持土地公有
制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创新土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产物。随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内在要求探索创新农村土地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发展农
村新型集体经济，这是增强土地民生属性新的体制机制保障，也是保障和改善农民民生，增加农民获
得感，加快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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